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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率趋于增长、 波动， 尤其自 1988 年起犯罪率大幅度增长， 并保持持续上升
的势头。 中国犯罪率自 2001 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 大约每一万人中有 34 个人犯罪。 已有研
究大多从经济发展、 社会公平、 城市化等角度来解释近年来犯罪率上升的原因， 忽略了人口结构
这一重要影响因素。 犯罪统计学研究表明， 年轻人的犯罪率高于年长群体； 大多数犯罪者都是青
年男性， 未婚男性比已婚男性更倾向于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 这种个体层次的差异自然推断出：
宏观人口结构的失衡必然会对犯罪产生影响。 近 30 年来， 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出生性别比不断攀
升， 中国人口的年龄与性别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人口结构对犯罪影响的实证
研究的梳理， 归纳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框架， 有利于我们从人口结构视角更全面探索近几十年
来犯罪率上升的原因， 把握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制定更有效的应对之策。

二、 文献综述

（一） 基于西方社会的定量研究

1、 年龄结构与犯罪
人口结构与犯罪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者较早涉足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 1842 年美国学者

Quetelet 从对监狱犯人的统计资料中就发现， 犯罪率的年龄分布曲线呈现倒 U 型 （图 1）， 年龄的
差异是影响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 犯罪率的年龄分布曲线往往表现为： 从青少年期开始迅速上升，
在青少年后期达到顶峰并在成年初期迅速下降， 总体而言呈偏正态分布。 早期研究通常认为， 年
龄并不是影响犯罪的本质原因， 犯罪率呈现按年龄分布特点缘于年龄和影响犯罪的其他因素高度
相关。 Hirschi 和 Gottfredson 在对美国、 英格兰和威尔士 150 年的犯罪率与年龄数据研究发现， 犯
罪率与年龄的偏态分布 （见图 1） 假设在不同国家、 性别、 种族下都成立， 他们认为年龄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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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犯罪行为的变量。 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对婴儿潮一代研究发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大量美国婴
儿潮队列人口进入青少年期是谋杀等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而八十年代开始婴儿潮队列人口逐
步下降也导致了谋杀犯罪率的下降。 这些研究结果为宏观年龄结构与犯罪率关系的假设———人口
中青年人口比例越高犯罪率也越高提供了有

力的证据。
年龄与犯罪关系的解释， 通常有社会控

制论 （social control theory）， 生物学视角和相
对剥夺 （Adolescent Deprivation） 论 。 社会控
制论是犯罪学中最为经典的理论之一， 其理
论源头可追溯到迪尔凯姆。 社会控制论认为
犯罪和越轨行为通常多发于个体与社会的关

系纽带较为脆弱之时， 而典型的个人与社会
的纽带即是工作和婚姻。 Sampson 和 Laub 对
500 位有越轨行为男性和 500 位无越轨行为
男性 14 岁至 35 岁的追踪研究发现， 控制了
未成年时期的犯罪越轨经历等重要变量后 ，
成年以后的婚姻状态和工作稳定与成年后的

越轨行为相关， 他们认为婚姻与工作对个人
都是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生命历程以及人格
发展相关等理论都是经典的社会控制论衍生，
大致可以看作同类， 同属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从生物学视角来看， 进入青少年期正是生理
机能快速发育成熟， 与攻击等犯罪行为密切相关的脑部以及神经系统发育成熟的阶段。 Greenberg
认为青少年在服饰、 化妆品、 烟酒以及其他的娱乐方面有丰富的消费需求， 七十年代以来， 西方
国家青少年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每况愈下， 伴随着社会交往成本不断上升， 这种相对剥夺和相对
贫困被认为是引起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社会控制论很好地解释了随着年龄上升犯罪率
下降的原因， 另外两种理论更好地解释了犯罪率为何在青少年期迅速上升的原因。
当然， 犯罪率的年龄分布曲线 （age-crime curve） 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Gartner 通过对 18

个高收入国家 30 年跨度的数据研究发现， 15－29 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与自杀率之间没有显著
关系。 但更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犯罪率与年龄的关系在跨国研究中普遍成立， 只是在不同社会、 经
济、 政治、 文化背景以及犯罪类型下， 分布曲线的峰值离散程度等是不同的， 例如 Steffensmeie 的
研究认为暴力犯罪的分布曲线可能更扁平。

2、 性别结构与犯罪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犯罪， 尤其是暴力犯罪。 西方学者最早关于性别与犯罪的研究同样源自

Quetelet 对监狱犯人统计资料的研究发现。 众多研究表明， 男性与女性在犯罪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
（gender gap）。 Triplett 和 Myers 通过美国国家青年调查 （National Youth Survey） 数据资料研究发
现， 越暴力的犯罪， 女性犯罪者不仅数量偏少而且犯罪方式不同于男性。 Miller 研究发现， 即使
有相同的犯罪动机， 女性的犯罪行为也大大有别于男性。 对犯罪性别差异的解释， 首先是生物学
角度的差异， 男性荷尔蒙 （testosterone level） 在男性青少年期大量分泌， 决定了男性更具有攻击
性和暴力倾向。 同时， 西方学者也强调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平等对男女犯罪差异的影响。 在男尊女
卑的父权社会， 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化过程差异较大， 男性对风险的偏好和越轨行为大

图 1 年龄与犯罪的偏正态分布
（图片来源： Hirschi， T．、 Gottfredson， M． G． 1983．

Ag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ri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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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超过女性， 女性也更有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 Steffensmeier 和 Allan 研究认为， 妇女解放运动
提升了妇女地位并改变了传统妇女的角色， 同时也导致了女性犯罪率提高这样的负面结果。

3、 年龄－性别结构与暴力犯罪
由于大多数暴力犯罪者是男性， 年轻男性比年长男性更倾向于犯罪， 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变

动往往对犯罪产生交互影响。 因此， 在现代暴力犯罪研究中， 通常将年龄和性别结构相结合引入
回归方程中。 早期研究中， Messner 和 Blau 对美国 124 个美国城市数据 （SMSAs） 发现， 总人口性
别比与犯罪率 （暴力犯罪， 强奸， 人身攻击） 呈正相关。 另一部分学者基于其他 SMSAs 数据却得
出二者无显著关系。 Crutchfield 研究 10－18 岁青年犯罪率与性别比关系时却发现二者负相关。 Blau
等基于不同 SMSAs 数据发现 15－29 岁青年男性占总人口比例与总的暴力犯罪率、 强奸和攻击犯罪
率显著正相关。 而 Sampson 同样基于 SMSAs 数据， 发现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指标 （白人 15－29 岁
青年男性占总人口比例的对数） 与相关的暴力犯罪率却呈显著负相关。
为了澄清前人研究不一致性， 九十年代初 Messner 和 Sampson 开始借鉴当时人口学家热烈讨论

的 “婚姻挤压” 概念。 他们认为性别结构平衡反应在婚姻市场中男女的供求平衡， 一旦性别结构
失衡会带来婚姻市场供求的失衡， 会阻碍家庭的建立和婚姻的稳定即 “家庭解体”。 而 “家庭解
体” （例如离婚率、 单亲家庭、 女性户主比例的增多） 与犯罪率的正相关是被很多研究所证实的。
Messner 用 Guttentag 关于性别比和性别角色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 Guttentag 认为在婚姻市场中
处于短缺的一方将拥有更高的经济地位和更多资源， 处于过剩的一方则相对弱势。 性别比偏低意
味着男性的短缺和女性的过剩， 婚配竞争导致年轻女性婚外孕的比例大大增加， 缺少男性在经济
上的支持， 影响婚姻的稳定、 对下一代的投资和犯罪率的上升。 反之， 男性过剩却有助于女性地
位的提升， 婚姻的稳定和对下一代的投资， 进而使犯罪率下降。 但同时考虑到男性比例， 尤其是
犯罪高危人群青年男性比例的升高会使犯罪率上升， 性别结构与犯罪率的关系就颇为复杂。 因此

Messner 认为要澄清这一复杂关系， 只能通过考察性别比与中间变量 “家庭解体” 的关系。 他通过
美国 1980 年 171 个城市的数据分析显示： 15－64 岁性别比与 “家庭解体” 负相关， 进一步推断认
为性别比与犯罪率是负相关 （见图 2）。
考虑到年龄性别结构与犯罪率之间复杂的关

系， Barber 认为需要独立考察婚姻市场的性别结
构与一般的性别结构分别对犯罪率的影响 。
Barber 首先用 70 个国家 1990 年的截面数据研究
得出一般性别比 （15－64） 与犯罪率负相关结
论。 Barber 又进一步改善了年龄－性别结构指标，
用平均初婚年龄附近 （20－24 岁） 单身性别比替
代之前的初婚性别比 ， 用犯罪高发的 15－44 岁
成年人性别比替代了之前 15－64 岁一般性别比，
通过美国 （1900－1988） 、 英格兰 （1856－1980）
和苏格兰 （1871－1980） 的数据分别进行纵贯分
析， 部分证实了谋杀等犯罪率与成年人性别比正
相关， 而与婚配性别比负相关。

4、 小结
现代犯罪研究中， 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对犯罪的影响。 这是一个较为年轻的

研究领域， 也是人口学和犯罪学交叉学科领域。 笔者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近三十多篇西方文献，
发现这些研究都有共同的特点： 将人口结构与其他影响犯罪率的变量 （例如人均收入， GINI 系

图 2 Messner 性别比与犯罪关系的假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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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城市化率等） 作为自变量， 相关的犯罪率作为应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 “人口结构与犯罪
密切相关” 受到大部分学者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在具体的研究结论方面又存在某些不一致甚至相
互矛盾之处。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方面来自具体研究假设和方法的差异， 另一重要原因是基
于西方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
现有的大部分量化研究都基于西方社会的调查数据， 而东西方历史上人口结构及其转变过程

又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 欧美国家近代人口转变过程较为缓慢平稳， 而亚洲国家普遍在二战以后
经历了生育率急剧下降为特点的剧烈急促的人口结构转变。 同时， 欧美国家并没有出生性别比偏
高的历史， 出生性别比长期稳定在正常值 105 附近， 除了在战争期间性别比曾短暂上升， 但是战
争消耗了过剩的男性。 二战中男性的损耗以及二战后婴儿热 （增长型人口结构）， 使欧美国家更多
面临着女性过剩和女性婚姻挤压 （陈友华， 2000； Akers 1967， Schoen 1983）。 而在亚洲尤其是东
亚， 男性过剩的情况更为突出。 亚洲国家 (地区) 在传统父权制的农业社会中， 对男性有强烈的偏
好 （李树茁、 Gupta， 1998）， 二战以后生育率剧烈下降， 胎儿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以及计划生育
政策的实施， 中国、 韩国、 印度及台湾等地区共同经历了出生性别比的快速上升。 愈来愈多的学
者将目光投向亚洲社会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率关系的研究。 由于经验数据的有限和难以获得， 只
有寥寥数篇定量研究； 因为人口结构与犯罪亦或社会安全关系的复杂， 大多数学者倾向采用案例
研究为主的定性分析。

（二） 基于亚洲社会的研究

1、 《光棍危机》
2004 年， 美国和英国的学者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共同出版了 《光棍： 亚洲人口男

性过剩的安全意义》， 该书矛头直指世界上人口最多、 而且男性比例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
度， 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作者更是在书中大胆预测， 过剩男性
将导致高犯罪率， 社会不安甚至战争的危机。
作者在书中提倡运用过程追踪法 （process tracing）， 并认为两性关系与犯罪之间并非简单的线

性关系， 在没有性别偏好的社会里， 冲突和犯罪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升高。 在极其复杂的系统分
析中， 从 “过程中的确认” 比 “先假设再证实或推翻” 更为恰当。 但究其本质， 过程追踪法即是
历史案例分析的方法。 全书主要考察了清朝 “捻匪之乱”、 清朝台湾移民之乱、 印度部落之争三个
历史案例。 1851－1863 清朝淮北地区爆发 “捻匪之乱”， 由于当时淮北地区天灾频发， 饥荒肆虐，
农民们应对的方式就是杀女婴保留男孩， 因为男孩更有价值， 能为家庭带来财富， 而女孩却是赔
本 “买卖”。 当时性别比达到了 129， 落草为寇成为大量贫困光棍唯一的出路。 这些土匪由最初的
打家劫舍最后汇聚成一支大军———捻军。 1788 年台湾暴动不断， 很大原因在于男女性别失衡。 当
时清政府禁止家庭移民台湾， 只允许单身男性移民台湾， 移民多为年轻男性， 因此在台湾聚集了
大群被称为 “罗汉脚” 的年轻单身男性， 在台语里形容无业无产无妻子的穷人， 聚集在一起赌博
喝酒抢钱。 当时台湾每三年就有一次严重的暴乱。 后来禁止家庭移民的禁令取消， 台湾也逐渐趋
于安定。 印度的西北省例如 Oudh， 历史上杀女婴的部落都是较为暴力反叛的， 他们惯于抢劫骚乱
和制造不安。 现在的 Oudh 省仍有最高的性别比和犯罪率。

2、 《女性缺失与社会安全》
2009 年末， 由姜全保、 李树茁合著的 《女性缺失与社会安全》， 较为翔实地从历史、 现状、

机制和未来四个方面研究中国女性缺失， 即男性过剩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书中第四、 五章探讨了
中国历史上光棍的聚集和起义。 光棍无法组建家庭， 这些贫困潦倒， 无恒产牵挂、 无家室拖累的
青年男子更容易离开家乡， 外出谋生。 光棍更倾向于联合， 通过暴力和犯罪行为来改善他们的处
境。 光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秘密帮会、 土匪团伙、 邪教等组织的主要社会基础。 中国历史上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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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缕的农民起义和暴动， 与光棍流民经常大量存在有密切关系。 清朝天地会、 小刀会和白莲教的
秘密结社与起义， 其成员大多是边缘化的未婚年轻男性。 书中第十和十一章则探讨了光棍与犯罪
及拐卖女性。 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男性弱势人群大量存在， 这一群体文化素质较低， 收入较低， 为
维持日常生计， 或者为实现一夜暴富的目的， 他们往往铤而走险， 除了一些一般性违法的事情外，
还会从事抢劫、 伤人等恶性刑事犯罪事件。 由于无法找到合适结婚对象，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走
向性犯罪道路。 女性的缺失， 也使拐卖女性的市场逐渐繁荣， 除了国内的拐卖女性之外， 被拐入
中国卖作新娘的女性还来自于越南、 朝鲜、 缅甸等周边国家。

3、 其他相关研究证据
印度出生性别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迅速上升 ， 1991 年性别比达到 110 至 113。 通过对印度

1981 年 381 个街区数据的研究发现， 总人口的性别比与谋杀率正相关。 近来已有学者尝试通过中
国 26 个省 1988－2004 年数据来研究青年人口性别比 （16－25） 对犯罪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青年性
别比每上升 0．01， 暴力和财产犯罪率上升 0．03。 作者认为犯罪率最高年龄段 （16－25） 性别比的
增高必然会导致暴力和财产犯罪率上升， 婚姻市场的性别结构失衡与犯罪关系则显得复杂且难以
精确测算。
近代台湾由于历史原因，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中国大陆大量青壮年士兵迁台， 台湾五

六十年代婚龄期人口性别比奇高， 20－39 岁人口性别比在 140 以上， 这好比一次性别比失衡的
“自然实验”。 资料显示台湾的贫困地区———非汉语的土著族社会男性择偶困难， 导致夫妇婚配年
龄差的增大， 童养媳和离婚率升高。 台湾地区的犯罪率从 1952 年开始迅速增加， 1964 年达到顶
点并开始回落， 这一时期也正是男性婚姻挤压最严重时期。

4、 小结
男性过剩情况下是否会引发犯罪或暴力犯罪的上升， 仅有为数不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基于性

别比较为合理甚至偏低西方社会的定量研究普遍认为， 性别比偏低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 但由此
推出性别比与犯罪率负相关显然不合适， 这无法对亚洲社会男性过剩与犯罪的关系给出令人信服
的解释。 亚洲社会历史上的部分案例研究表明， 男性的过剩很有可能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目前已
有的探索性研究 ， 掀开了冰山一角 ，
为进一步证实这一假设提供了可靠依

据。

三、 中国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研
究： 现状与展望

（一） 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的假设

框架

中国人口结构的失衡， 主要表现在生育
率的迅速下降所伴随的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

高， 将导致男性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偏高以及
未来数千万男性光棍的出现。 从以往研究来
看， 男性比例偏高主要通过青年男性比例偏
高， 以及男性婚姻挤压两方面对犯罪产生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 年轻男性比例上升以及男
性婚姻挤压的加剧都会导致犯罪率上升 （见
图 3）。 同时笔者假设， 婚姻市场上可婚配配

图 3 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的解释框架

图 4 U 型关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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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与犯罪率呈 U 型曲线关系 （见图 4）， 即无论婚姻市场中男性还是女性过剩都会导致犯罪率上
升。 已有的西方研究为女性过剩与犯罪率的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 中国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的探索

1、 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过去与现在
依照上文的分析框架， 我们将进一步分析 1982－2008 年中国年龄－性别结构与犯罪率的关系。

首先， 需要确定年龄－性别结构的具体测量指标。 犯罪统计数据显示， 1988－2004 年间， 男性犯罪
占所有暴力犯罪及侵犯财产犯罪的 90％， 其中 70％是 14－25 岁男性犯罪者， 这一年龄段年轻男性
是刑事犯罪的主体。 因此， 年轻男性占总人口比例这一指标构成如 （1） 所示 （年龄段后移一岁为
了与人口统计口径一致）。 婚姻挤压的测度是一个难题，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从
各种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测度方法， 主要有同龄性别比、 相对性别比和初婚频率等。 这些指标各
有利弊， 考虑到本研究是探索性研究， 因此选取相对易操作的相对性别比指标。 为了方便将两个
指标纳入同一图表中的比较， 进一步把相对性别比转化成可婚配男性比例 （2）。 男性婚姻挤压的
可能年龄段界定为 26－44 岁， 女性为 24－42 岁， 男女婚龄差为 2 岁。 数据由 1982、 1990 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得出， 并相互矫正了相同年份的数据。

青年男性比例＝蒡24
x＝15 Pm

x （1）

可婚配男性比例＝ 蒡44
x＝26 Pm

x

蒡44
x＝26 Pm

x ＋蒡42
y＝24Pf

Y
（2）

由图 5 中可以看出， 自 1982 年以来， 青年男性比例不断升高， 至 1988 年达到顶峰 12％以后
开始逐年下降至 1999 年最低点 8％， 虽然 2006 年有小幅反弹， 但继续下降的趋势不变。 婚配男性
比例， 总体来看是逐年上升的趋势， 2008 年达到最高的 52．1％。 数据反应出 1986－1990 年的快速
下降， 主要是 1982 年人口普查不包括现役军人而造成统计误差。 不同的研究都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1995 年之间中国并没有出现婚姻挤压现象， 根据郭志刚的测算， 1995 年中国适婚人口的
婚配性别比为 98．7。 总体来看， 人口结构中青年男性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 而男性婚姻挤压程度
却不断上升， 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对犯罪率产生影响的主要人口结构因素。
虽然学者们对未来婚姻挤压的程度， 峰值及持续时间的认识并不一致， 但都普遍承认未来婚

姻挤压存在的客观事实。 婚姻挤压事实上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问题。 中国男性适婚人口比例失衡
的原因， 既由于人口向低生育率的自然转变， 更与出生性别比、 出生率和女孩死亡水平受人为干
扰持续异常波动有关。 有学者对过剩男性性别结构、 年龄结构和人口规律作用因素的测算表明，
性别结构因素即出生性别比所导致的男性过剩人数逐年上升。 对于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
事关个人及家庭幸福 ， 国家和社会的
长治久安， 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2、 中国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关系
从 《中国法律年鉴 》 中刑事犯罪

率 （每十万人中刑事犯罪者人数 ） 来
看， 1982 年以来中国总刑事犯罪率不
断上升。 2000 年是分水岭， 2000 年以
前刑事犯罪率在 1990 年左右达到峰
值， 与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峰值
时间 （1988） 接近 。 据公安部的统计
数据显示 （见图 6）， 14－25 岁青年犯

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研究： 回顾、 借鉴与展望

图 5 1982－2008 婚配男性比例、 青年男性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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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占 刑 事 犯 罪 比 例 1982 年 为
65．8％ ， 1987 年 上 升 至 最 高 点
74．4％， 其后逐年下降至 2000 年的
46％。 2000 年以后总刑事犯罪率迅
速上升， 婚配男性比例也同样自这
一时期开始不断攀升。 犯罪率的波
动与人口结构波动的高度一致性 ，
支持了上文关于人口结构与犯罪关

系的假设框架，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有力证据。

3、 未来研究前景展望
通过对现有东西方人口结构与

犯罪关系文献的梳理和总结， 笔者提出了适合研究性别比偏高亚洲国家的假设框架， 以及可婚配
男 （女） 性比例与犯罪率的 U 型假说。 进一步对中国 1982－2008 年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与犯罪率
数据具体分析显示： 青年男性比例与可婚配男性比例的波动与犯罪率的波动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本文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描述分析的层面， 无法轻易断言人口结构与犯罪二者之间确凿的因果

关系， 尚有诸多影响犯罪率的其他因素。 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建立起解释犯罪率的回归模型， 将
人口结构及其他影响犯罪的因素都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中进行分析， 得到更科学可靠的结论。
同时， 人口结构失衡中的婚姻挤压问题涉及人口变量、 经济变量和人们的婚恋观等多方面， 其微
妙复杂很难精确估计。 人口学家并非预言大师， 无法断言未来必定出现高强度的婚姻挤压和严重
的社会后果， 但是 “否认性别失衡也就是女性缺失对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不
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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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f Imbalanc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rimes： Review， References and Prospects

LV Cheng
School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rimes in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the paper
recommend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Asian countries with high sex ratio and a u-shape hypothesis of the sex ratio of
mating age population and crime rate． The explorative research on age-sex structure and crime rates of China （ 1982-
2008） shows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age-sex structure of young males and the male proportion of mating age is high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fluctuation of crime rates． The finding signifies that the increasing male proportion of mating age may be
the main demographic factor affecting crime rates in future．
Key words： Population structure； Crime； Proportion of young males； Proportion of mating age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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